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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反官僚主义的地方实践

———以上海为例

杨丽萍，安　俭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反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最具执政挑战的城市之一，上海党政工作人员

的官僚主义问题在接管后便呈现出早发、多发的特点，以至于新政府在执政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

接连进行了 “三反”、“新三反”共三轮阶段性政治运动。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最早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始

于中共八大之后，而本质上，“三反”和 “新三反”中所反对的贪污、浪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均属于官僚主义的

表现或结果，因此，它们都是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除了阶段性政治运动，上海还辅以构建党群联系渠道、完善信访制

度等常态化措施，四年时间里便形成了防范、治理和追责三位一体的反官僚主义模式，为当时的上海打造了一个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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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主义是党政工作人员的不良作风之一。早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对官僚主义的防治进行了理

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用 “进

京赶考”来告诫党政工作人员防止官僚主义抬头。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担忧并非多余。现今有关于新

中国成立之初反官僚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共八

大以后［１］，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权初立阶段，

官僚主义在全国范围即使冒头也并不明显；另一方

面，１９５０年５月的整风以及此后的 “三反”和
“新三反”运动，似乎只是将官僚主义作为主要目

标而非唯一目标。然而，若将视线聚焦于一些大城

市，特别是新解放区，譬如上海，现实情况远比想

象中严重、复杂，这是新中国成立四年之内接连进

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原因。另外，将 “三反”

和 “新三反”运动的反官僚主义意义停留于文本所

传递出来的表象也过于武断。

一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重视对官僚主义不良

作风的防范和整治。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主要

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分别就官僚主义

滋生的原因、表现、特征以及应对方式形成了不同

程度的认识、理论探索和实践，这些构成了新中国

成立初期反官僚主义实践的主要依据。

关于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党的主要领导已经

认识到其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毛泽东认为 “官

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

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 （反人民的作风，

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

问题”［２］ （Ｐ１１９）。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是过去

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

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３］ （Ｐ２２３）周恩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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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务院总理，对官僚主义的体会颇

深，他认为，“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

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４］ （Ｐ４１）由此

可见，官僚主义的滋生不仅深受中国封建等级制

度、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它也是既有干部管理体系

不易清除的痼疾，因此，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长

期性。

官僚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

现，中共从革命到局部执政再到全面执政的发展过

程中对官僚主义表现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早在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其撰写的 《兴国调查》一

文中，就将 “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的官僚主义

列为 “政府人员的弊病”的第一条［５］ （Ｐ２４５）。

１９４２年年底，他在 《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

告中又指出，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其官僚主义主

要表现为 “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 ‘正规化

＇，文牍主义等等”［６］ （Ｐ８９６）。

革命时期，由于资源的匮乏以及对群众力量的

高度依赖，官僚主义问题固然存在，但其表现涉及

范围有限，主要体现在领导作风上的脱离实际、脱

离群众、欺软怕硬、高高在上；工作作风上的命令

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共

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转换，部分党员、

干部怀有 “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命令主义的

官老爷等做派纷纷出现。１９５０年４月毛泽东在整

风运动前就指出，“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

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

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

风，如 不 及 时 加 以 整 顿，即 将 脱 离 群 众。”［７］

（Ｐ５６）

而随着机构扩充，业务剧增，官僚主义的表现

逐渐涉及违反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各个

方面的建设。周恩来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

义作风总结为：高高在上、狂妄自大、官气熏天、

不学无术、遇事推诿、滥竽充数、得过且过等２０
条［４］ （ＰＰ．４１８－４２２）。官僚主义的表现除了具有

多样性，还往往与其所导致的结果相混淆，加剧了

认识官僚主义的难度。

一般而言，脱离群众、命令主义、遇事推诿是

官僚主义的表现，而贪污腐化、形式主义、违法乱

纪则是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在特定的历

史时空下，诸如贪污、浪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

这些官僚主义的 “形”与 “果”的危害和不良影响

往往引起更多的关注，结果与官僚主义并列为不良

作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地方实践来看，无

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均未对官僚主义的表现与结

果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在 “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的 “三反”和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

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 “新三反”运动中，反

官僚主义仅是主要目标而非唯一目标，而本质上，

贪污、浪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均属官僚主义

的表现或结果，据此，可以认为 “三反”和 “新三

反”都是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

联系上述官僚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就解放后的

上海而言，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确实存在官僚主义作

风，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官僚主义问题

呈现早发、多发的特点。根据群众反映及党内摸

底，官僚主义的主要问题如下：

主观上，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早在１９５０
年整风前，上海市政府就注意到新老干部均不同程

度地存在骄傲情绪，并出现违纪、违法现象。表现

一：执政后，部分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一

些长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理所当然地认为享受胜利果

实的时刻到来了，等着论功行赏、光宗耀祖。他们

事事都要拿个人利益相比对，工作中一贯打着前

途、地位的算盘，为谋求理想职位不择手段，思想

上还残存着旧社会浓厚的 “出人头地”的剥削与虚

荣思想。［８］部分干部喜欢摆老资格，瞧不起领导，

更瞧不起职员，对党外人士、地下党同志以及留用

人员存在很大偏见，在工作交往中不但不能耐心地

团结他们，反而常常流露出排斥和歧视的情绪，甚

至于给曾经的地下工作者贴上 “留用党员”的标

签［９］。表现二：以官老爷自居，工作中违纪、违

法事件时有发生。“很多新党员带来了极为不纯的

思想作风；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也表现着骄傲自满、

贪污腐化，在完成征粮与税收等工作任务中，任意

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

信，蛮横霸道，脱离群众，发展着严重的官僚主义

与命令主义的作风。”［１０］如打骂人现象，提篮桥区

发生秘书打通讯员，教养所教员打学生，个别领导

干部打职员的情况［１１］。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

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刘晓在其工作报告中也透露，

“某些公务人员”存在 “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

强迫命令等等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因此，“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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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肃清”“某些贪污、腐化、乱打、乱杀等违法

乱纪的现象”［１２］。

客观上，人多事杂，制度建设滞后。周恩来曾

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

病。”［４］ （Ｐ４１８）上海是解放时中共接管的人口规

模最大的城市，“环境极其复杂，工作极其繁重”，

“又加敌人长期统治与封锁破坏所造成的困难极为

严重，而我们的党员与干部还缺乏领导大城市的经

验，又因忙于接管，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不够，

……在领导上则产生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思想

作风”［１３］。例如，有的干部 “为了完成游行任务，

竟以扣工资来强迫工人游行。也有的认为群众少不

了我，不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如群众对工会编组不

满意，就说 ‘你要上天，我也跟你上天＇。特别对

落后分子，认为是贱骨头，只有采用孤立、打击、

开会斗一下的办法来解决”［１４］。

官僚主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危害，

首当其冲的便是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特点，是产生形式主义的

重要根源。”［１５］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大会

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行政工作系统中官僚主义的

作风已有萌芽，对于工作事前既无计划，事后也不

检查，整天批阅文牍，从不发现问题，也不能解决

问题，公文旅行的严重现象已有发现。”［１６］信访工

作中反馈的信息最能说明问题。据１３个市级机关、

１９个单位不完全统计，这些机关积压人民来信达

２２１３４件。有的单位接到人民来信，连信封都没有

拆开就归了档，有的人民来信中还附了复信用的邮

票，就连信带邮票归了档。在部分机关团体中还存

在着推三推四、照批照转的文牍主义与官僚主

义。［１７］对待人民来信出现的形式主义进一步加剧了

党政工作人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情势。作为高

度依赖群众力量的执政党，脱离群众、形式主义意

味着偏离了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新政

府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个主要危害便是贪污和浪费。官僚主义是
贪污浪费分子的 “防空洞”，１９５１年潘汉年在 “三
反”运动动员大会的报告中说，自解放，根据不完
全统计，在市府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及企业
中，已发生了大小贪污案件３００２件之多，贪污人
犯达３２２０人，窃盗国家财产达１２０多亿元。至于
浪费现象，则更为惊人，如某仓库储存了价值１９６

亿元的物资，但其主管部门却每月另购许多相同的
物资，导致物资积压失效变为废物［１８］。１２０亿虽仅
相当于１９５５年新币的１２０万，但考虑到上海接管
后出现的严重物资匮乏，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
时期持续存在的物资紧缺，贪污和浪费作风便显得
格外突出了。

除了上文提及的主客观原因，官僚主义在新中
国建立之初的上海呈现早发、多发的特点是由一系
列综合因素共同催发的。正如１９５０年饶漱石在上
海市委 “七一”纪念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到的：
“由于我们胜利发展的迅速，新解放地区的扩大，

环境异常复杂，任务极其繁重，老的有经验的干部
在数量上不多，新的干部大批吸收进来，又来不及
进行系统的教育和改造，再加上华东局在这个时期
的领导尚存在若干缺点，因而在工作中伴着胜利与
成绩而俱来的，就是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其中
最主要的，便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

和部分干部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１９］

总之，官僚主义的滋生有历史原因，如中国长
期的封建官僚和剥削制度，但更多的是现实因素，

主要是小农思想浓厚、政权建设滞后、执政经验缺
乏，以及上海特殊的地方生态。正是由于官僚主义
作风滋生原因、表现之复杂性，及其所导致结果、

影响的危害性，新政府在继承革命时期一些反官僚
主义有益实践的同时，不得不因地因时制宜，探索
一些新的应对措施。

二

如前文所述，此时上海地方党政干部所表现出
的官僚主义作风，虽不乏主观层面的因素，但客观
因素亦不容小觑。与此同时，较之于官僚主义的表
现，它所导致的一些恶果，如贪污浪费、形式主义
等的危害更加突出、尖锐。这些都决定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上海反官僚主义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

方特色。
（一）依托阶段性的政治运动
用政治运动来推动政权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的主要执政方法，反官僚主义斗争也不例外。当
然，为应对这一痼疾，一些常设的机构诸如纪律检
察委员会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均已设立，但其自身尚
在建构之中，无法应对官僚主义早发、多发的局
面。于是，在执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治运动成
为快速遏制官僚主义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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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集中见诸报端是在

１９５０年５月的整风运动中。这次整风发动于建国
第二年，也是中共历史上继延安整风之后的第二次
整风。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在
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 “各中央局、

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
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
的整风运动”。官僚主义是这次整风的主要目标，

中共中央在 “指示”中明确指出，“两年多以来党
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２００万人，其中很多人的
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骄
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２０］ （Ｐ１）

由于此时新政权建立还不到一年，大范围来
看，官僚主义虽有冒头但并不普遍，因此，此次整
风运动的价值取向在于 “惩前毖后”，思想教育意
味更为浓厚。正如中共中央华东局在这次 “整党工
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这次整风 “应以教育为整
风运动的目的，执行纪律为整风运动的结果”，“对
老干部强调整思想整作风，对新干部应强调阶级教
育与组织教育”［１０］。上海的整风运动经饶漱石发表
动员报告于８月初正式开始，持续至１１月。整风
的主要方法为开办干部整风训练班，开展在职干部
的文件学习，组织各级党委、党组织检讨，批评与
自我批评。正因为此次整风运动主要是通过思想教
育推进工作，且反官僚主义只是主要目标，因此，

当面对日益增多的官僚主义问题时便显得力不从

心。一年后，潘汉年在其政府报告中指出，“一部
分干部在工作中还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义作风，必须彻底纠正。”［２１］于是，在接下来的第
二轮、第三轮政治运动中，反官僚主义都成为中心
任务。

第二轮反官僚主义斗争是依托 “三反”运动开
展的。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做出了 《关于
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
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此后，全国规模的 “三反”

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历史上 “精兵简政”是应对机
构臃肿、官僚主义的利器，更何况贪污、浪费均是
官僚主义产生的 “果”，因此，“三反”运动实际上
是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而反贪污、反浪费之
所以列在反官僚主义之前，是因为新政府认为其危
害与恶劣影响超过了一般性的官僚主义表现，与全
国以 “增产节约”为基调的社会主义建设严重背
离。

事实上，概念上的含混也带来了工作上的误
区。最初，“三反”运动主要围绕反贪污和反浪费
进行，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三反”进行过半，

毛泽东甚至认为 “我们政府几十个部门，无论是财
经、文教部门，还是政法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着官僚主义问题”［７］ （Ｐ２６６）。中央逐渐意识到单
纯治理贪污、浪费，而涉及官僚主义不多，是官僚
主义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２２］。上海的 “三反”运
动也只是 “基本上解决了市区两级机关工作人员中
某一些较为突出的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问题”，

至于 “基层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和某些工作人员违法
乱纪等坏人坏事，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２３］。因
此，进入后期，上海 “三反”运动的主旨最终还是
回归到了反对官僚主义本身。

１９５２年９月，上海以揭发和处理 “梅芳庭事
件”为引导，掀起整治党风、政风的反官僚主义的
高潮①。５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各系统党员负责
干部会议，传达梅芳庭等事件的处理经过及其教
训，宣布在全市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此次运动
“运用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揭发
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是要广泛地发动自下而上的群
众性的批评”［２４］。运动中，全市各机关揭发出各种
官僚主义的案件，例如，“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为
了怕装卸工人偷窃物资，命工人在旷场上、在烈日
下装箱，不少工人中暑昏倒……老闸区一个居民委
员会主任委员因病向区政府申请减免医药费，待批
准时人已死在医院……”［１７］

第三轮反官僚主义运动紧跟着第二轮进行。

１９５２年 “三反”运动刚结束，１９５３年第一季度全
国性 “新三反”运动随之而来。吸取前车之鉴，
“新三反”运动目标分明，将反官僚主义作为首要
目标。工作的主要方式是 “通过传达本市党代表会
议决议、学习有关文件、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
我批评，以及加强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等步骤，有
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２５］。运用的主
要方法包括：１．选择一两个问题较多、与当前工
作关系较大的部门，由领导干部亲自掌握，有重点
地进行检查；２．检查和纠正过去在进行中心任务
时的那种违反政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义现象；３．结合布置或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４．从解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入手，来
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５．集中精力解决群众迫切
要解决的问题；６．从处理典型的坏人坏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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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反官僚主义斗争；７．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深
入持久地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２６］。经过三个月的
持续工作，上海组织干部普遍学习了中共中央指
示，集中处理了一些突出的违法乱纪事件。

这三次政治运动，无论整风，还是 “三反”、
“新三反”，内容和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它们都共同
指向了官僚主义，特别是 “三反”和 “新三反”本
质上都是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就此而言，在不
到四年的时间里，上海就依托政治运动开展了三轮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其起步之早、频率之高均属罕
见。

（二）构建、疏通党群联系渠道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共的力量之源，脱离群众意

味着执政基础的动摇。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官僚
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不遵照党的政策办事，采取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２７］早在
革命时期，中共已有通过贯彻群众路线来防范官僚
主义的成例。需要指出的是，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
本工作路线，并非专为反官僚主义而设，但贯彻群
众路线的过程，即密切联系群众，却能够避免党
员、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上海第一任市长陈
毅明确表示，“纠正官僚主义的办法便是强调深入
群众，根据广大群众要求来进行工作，以改变和提
高实际生活与否作为检查工作的尺度。”［２８］因此，

构建、疏通党群联系渠道，密切联系群众便成为反
官僚主义的常态化机制。

第一，构建稳定而密集的党群联系网络，落实
“从群众中来”。

“从群众中来”是联系群众的逻辑起点，这项
工作依赖于干部的身体力行，有助于构建稳定而密
集的党群联系组织网络，防止干部因人数匮乏而被
动地脱离群众。

上海自接管不久就展开了全面的组织化建构，

通过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这两种密集而广泛的基层组

织网络，新政府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组织化管理，

同时客观上搭建了制度化的党群联系格局［２９］。除
此之外，在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内部，又设立了工、

青、妇等党的外围组织。如青年团方面，接管后短
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发展了６万多团员，组建了

１９０１个团支部，工厂企业中有１１５８个团组织［３０］。

除了正式的组织网络外，基层社会还存在着大量在
党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诸如学习组、读报
组、清洁卫生小组等等，使得群众被层层正式或非

正式的组织纳控，实现了组织化和再组织化。通过
这些千丝万缕的组织构造和脉络，党政工作人员与
基层群众的联系渠道得以建立，使其深入群众具备
了可能。

当然，仅有党群联系网络，若党政工作人员不
作为，仍然解决不了脱离群众的现实问题。事实亦
是如此。“有些同志闭门造车，一天到晚坐在办公
室里，他不了解群众实际的思想情况是什么，他不
熟悉群众政治觉悟的程度，做事单凭主观，因此车
头与车厢脱节。”［３１］为此，新政府除了要求党政工
作人员要切实贯彻联系群众外，也督促各级政府组
织设置相应的党群联系制度。例如，１９４９年８月
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发布了 《人民代表会议
代表联系群众试行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一、

各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会议闭幕后，

应即与群众建立日常联系制度，由区协商委员会根
据大会讨论分组，成立代表小组，或根据代表的意
见，按生产原则或居住地域原则作适当协商调整，

其联系以阐述代表的群众范围为范围，并包括范围
中的无组织群众。二、各界代表应与群众作日常的
联系，其任务为：１．收集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
批评、建议及要求；２．传达政府及协商委员会的
决定与号召，一般的应半个月进行一次，可以座
谈、会议、漫谈等方式联系，具体办法由区协商委
员会协商规定。”［３２］

另外，党的各个外围组织的组织规程中也有类
似规定。１９５３年青年团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做
出的决议中就明确了团组织与群众联系的要求：
“各级团的组织要切实的引导广大团员在生产、学
习、工作中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站在祖国建设的
前列，……关心群众疾苦，关心青年切身福利，协
助党委坚决克服 ‘五多＇现象，做到：可开可不开
的会不开，可发可不发的文件表格不发；逐步解决
基层干部兼职过多的问题，切实保证团员群众的休
息与学习时间，并使团员与干部有可能更密切地联
系群众。”［３３］

稳固而密集的党群联系网络，以及联系群众的
各项制度一一到位，打造出常态化的党群联系渠
道，防止党员、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

第二，构筑全方位的宣传网络，实现 “到群众
中去”。

再好的政策、方针，若以形式主义、强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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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下达，群众也不买账。这是因为，一方面，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往往是分散的零碎的。这些
分散的零碎的意见被集中起来，成为政策和法令的
时候，就和最初分散的零碎的群众意见和要求不一
样。因此，要把这样集中起来的政策和法令拿回到
群众中去实行，就要准确地掌握政策和法令的原则
精神和实质，向群众进行解释与教育，使群众理解
它，接受它，因而坚决遵守与执行它”［３４］。另一方
面，新政府的政策虽是从群众中来的，却是 “按照
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决定政策，而不是按照群
众的表面的暂时的利益考虑问题、决定政策”［３５］。

因此，颁行的政策与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往往不
尽一致，于是需要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宣传教
育，才能消除阻碍工作推进的各种思想障碍，即
“任何正确的政策和法令，都应该经过一定的解释
教育使群众接受与执行，而不应该采取强迫命令的
方式去执行”［３４］。否则，党的政策、方针的落实便
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给群众造成命令主义的印
象。因此，“到群众中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关键
性环节，也是防范官僚主义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一般性的宣传还是解释、教育，实现到
“群众中去”都依赖于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宣传网
络。上海接管后便开始了宣传网建设。１９４９年９
月１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对华东地区广播。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日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到

１９５２年８月，上海市三分之一的大中学校建立了

６２０个收音组，商店组织了约１０００个收听小组［３６］

（Ｐ１６２）。除了电台、报纸等主要宣传媒介之外，

各种无缝隙衔接的传播媒介、载体也被开发出来。

其中，常规的包括黑板报、漫画、标语等，非常规
的包括各种定期或不定期展览，及各种政治运动、

中心任务的大小集会。以读报组为例，在１９５２年
的鼎盛时期，至６月底，仅黄浦区就有３７３０组、

３６０００余人参加［３７］ （Ｐ８９０）。普陀区全区有读报组

５０００多个，参加者２０多万人［３８］ （Ｐ７９４）。开展
“三反”期间，群众读报组达到４２４７３个，读报员

１１６９４ 人，参 加 活 动 的 人 数 达 ６２２４４７ 人［３９］

（Ｐ３９９）。

宣传网的构建，使得党的宣传攻势大为加强。

借助这些宣传网络，新政府的政策、方针被传播到
大街小巷、千家万户，文盲甚至家庭妇女也耳熟能
详。例如，在１９５０年的清洁卫生运动中，全市组
织以医务人员为骨干的宣传队伍１８．３万多人［４０］

（Ｐ２５５），深入街道里弄、农村集镇，开展卫生防
病宣传。在１９５３年的爱国卫生突击月中，全市共
举行了群众大会 ９１５０ 次，出席里弄居民代表

１２３１２７４人。全市通过座谈会、演讲会、放映电影
等动员形式，共有２１７９２７３人次受到了宣传［４１］。

通过这样广泛而密集的宣传，政府的各项方针、政
策大多都得到了群众的认同，一些中心任务在群众
配合下实现了 “户户参与”、“人人动手”。

至此，借助组织网和宣传网，稳定的党群联系
渠道得以构建、贯通。在这样的组织和制度氛围
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处境艰难，典
型的例子是对 “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的批判。

“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被认为 “是现阶段我
们干部作风中主要倾向，为害最大”。虽终日 “辛
辛苦苦”、“忙忙碌碌”，但却陷入事务主义的深渊，
“对于实际工作中与群众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毫无所
知，盲目地、枝枝节节地工作，不管他如何辛苦，

实质上仍然是官僚主义”［４２］。而产生 “辛辛苦苦的
官僚主义”的原因竟然是一些干部在反官僚主义的
浓厚氛围中，害怕在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分寸把握不
当，担负官僚主义的恶名，不敢接触群众。“为了
避免别人说自己命令主义，有工作还是自己做”，
“工作一个人做爽气，走群众路线麻烦”［１４］。这类
干部为数不少，作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新表现，
“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也遭到了广泛而激烈的批
评。

（三）建立健全信访制度
信访制度作为反官僚主义的制度设计具有追责

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信访制度即处理人民来信和
接见人民的工作起步，新政府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信
访工作的重要性，《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政
府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
“首先应从检查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和在报纸上展开
自下而上的批评入手，选择人民群众所揭发的一些
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官僚主义案件，特别是那种打击
批评者的官僚主义案件，进行认真的处理，并在报
纸上公开揭露，以引起干部的严重警惕，以鼓舞群
众大胆揭发，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
上的批评”［２２］。另一篇社论更是强调，人民来信是
一种 “揭发各地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 “最方便、

最自由、最经济而又直接”的方法［４３］。

１９５１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 《关
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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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随即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制

度，办公厅以及市府所属各单位和各区政府指定专
人负责此项工作。由于此时信访工作刚起步，并无
专门机构，结果此项工作陷入形式主义怪圈。为
此，在１９５２年的反官僚主义工作中，市政府尝试
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同时要求所属
各单位、各区政府在办公室 （或秘书处、秘书室）

内指定专职掌管。

随着反官僚主义斗争进入批评与自我批评环

节，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突显。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华东军政委员会通过了 《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与
接见人民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干部，必须把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
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亲自掌握，经常督
促检查。”［４４］此后，上海信访工作逐步完善，“建立
和健全了各种制度，……如工商局规定每星期六下
午由局、处长一级干部轮流接见人民，在处理人民
来信工作中建立了三天一催办、七天一检查、半月
造统计、月终作总结的制度。有许多机关都按照各
种不同的问题的性质，具体地规定了请示报告制
度”［１７］。

针对信访工作中存在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等
形式主义问题，市政府加大了检查和惩处力度。

１９５２年年底，上海市、区各机关开展了人民来信
处理情况的检查工作。结果显示，年初至８月份，

市级各单位共收到人民来信１７２０００余件，区级机
关收到１３２０００余件［４５］。仅１９５３年前４个月，上
海市总工会就收到４１４１０件来信［４６］。针对检查工
作中暴露出来的信件积压、“旅行”情况，１９５３年

４月３日，上海市委公布了 《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
信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 “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采取党委统一领导、分别管理原则”。 “市委办公
室、各区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总工会均应
以原有处理人民来信机构为基础，加强配备专职干
部”。“各单位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处理人民来信的
登记、转办、催办、汇报、检查总结、统计等制
度，做到案案有结果、件件有着落”。“规定”最后
还强调，“对于申诉、控告、检举干部及批评工作
上缺点等来信必须严肃对待”。并针对于此形成１１
条原则，其中又包括 “批评、控告信件均不得直接
转至被批评、被控告者手中”，“对批评者不得打击
报复，对匿名控告材料，不得搁置不理，亦不准追
查写信人”等。［４７］

到 “新三反”运动结束时，上海信访工作从组
织、人员、机构到制度初步配套。通过制度化建
设，信访成为常态化防范和惩治官僚主义的保障性
制度，至此，对党政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已能
够做到事前防范，事后追责。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地方政权反官僚主义的探

索无疑是积极有效的。通过轮番的政治运动大大加
速了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进程，更何况，反官僚
主义的措施并非单一推进，而是实现了组织与制度
相互匹配、常态与非常态相互结合的综合运作。虽
然新中国才成立四年，但在反官僚主义问题上，上
海已经形成了防范、治理和追责三位一体的应对模
式。

首先，全方位构筑了防范官僚主义的壁垒。

革命时期，思想教育是防范官僚主义的主要方
式。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四年中，三次政治运动都围
绕或主要围绕 “反官僚主义”展开，运动中不仅进
行了包括文件学习、组织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形式的思想教育，也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治理整顿，

每一轮运动几乎都做到了首尾衔接，如此高密度、

高强度的运动无疑强烈地涤荡了党政工作人员头脑

中的官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通过贯通党群多维
联系渠道，党群联系不仅具备了组织基础，同时也
具有了制度保障。而信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强
化密切联系群众的同时，还使得反官僚主义工作具
备了事后追责的制度保障。这些思想上、组织上、

制度上防范官僚主义的壁垒的构建，使上海出现了
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具体表现是：一方面，此阶
段党政工作人员大多形成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

自觉。诸如 “滥发调查表格也是一种官僚主义”等
典型或非典型的官僚主义表现一一得到清算，“辛
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遭到批判，“严重的官僚主
义”甚至成为 “批判与自我批评”的口头禅［４８］。

另一方面，群众也将官僚主义作为评判政府和党政
工作人员工作情况的依据。在市委收到的人民来信
中，内容以检举、批评、建议、反映政策执行情况
的为最多。“人民群众不仅对重大政策问题很快反
映，并能对政府政策及干部作风上的缺点以主人翁
的态度大胆负责地提出意见。”［４５］上海市总工会收
到的来信中，揭发工会干部压制民主、对批评者实
施打击报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有７１２件［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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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也被揭露，１９５３年６月，中央
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收到人民来信共６２件，其中
反映官僚作风的５件，反映的内容主要是 “不关心
工人疾苦的官僚作风问题”［４９］。不仅如此， “里弄
居民吵嘴”也用 “官僚主义”互相攻击［４８］。

其次，治理了突出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现象。

就全国而言，第一轮反官僚主义运动即整风运
动将官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并非其泛滥使然。接管
前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担忧以及中共的阶级属性，

都使得新政权建立伊始便发起的反官僚主义斗争的

防范意义远大于治理。但这并非意味着此时段无需
治理官僚主义，事实上，上海这类消费主义色彩浓
厚而干部又极其匮乏的大城市已存在不少官僚主义

问题。到了第二轮、第三轮政治运动时，上海官僚
主义早发、多发的特点已然明晰，地方政府应对官
僚主义的侧重点也从防范转变为防范与治理并举。

针对阶段性工作与常态工作中检举、揭发出来的一
些违规党政干部，新政府除了勒令进行批评和自我
批评之外，还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了惩处。据统计，

上海 “三反”运动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开始到次年７月
结束，在查出贪污分子７０１９人的同时，还惩办了
不少相关干部［５０］ （Ｐ４５８）。“二月廿日，中共上海
市委会在全市干部紧急会议上，坚决撤销了十五个
本身贪污或领导反贪污斗争不力的负责干部。二月
廿九日，上海市委会又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
撤销黎玉、顾准、王纪华、陈公琪四人的职务，并
令其深刻反省。同时，宣布开除曹漫之、程万里、

马乃松、杜蔚然四人的党籍。”［５１］ “新三反”半年
后，市区两级机关揭露出犯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违法乱纪错误的党员共２８０人，给予党纪处理的

１４６人，其中开除党籍２４人，留党察看１０人，撤
销工作８人，警告、劝告７９人，免于纪律处分２５
人［３９］ （Ｐ４５８）。

第三，完善了对官僚主义作风和问题的追责制
度。

上海接管后，百废待兴，党的执政资源却极其
匮乏，作为常规工作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也只能依靠
政治运动来推动。但政治运动效应毕竟难以持久，

这就使得常态化的反官僚主义工作负荷量超载。与
此同时，虽经过轮番防范和整治，但反官僚主义机

制自身存在的组织和制度漏洞使得一些严重的官僚

主义问题仍时不时冒出，于是，事后追责的监察制
度建设便显得格外必要。除了纪律检察委员会和人
民监察委员会之外，新政府又建立和完善了信访制
度，为反官僚主义提供了多种制度性保障。为了树
立监察工作的威慑力，新政府似乎也刻意强化事后
追责职能，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机构、各部门加强
人民来信工作。除了鼓励群众写信之外，对敷衍塞
责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理，这使得人民来信数量增
加的同时，相关部门对信件的处理率也有了明显提
升。例如，上海市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１９５３年上
半年共收到人民来信４４８件，比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多

７５％，信件中建议１０３件，批评１４４件，申诉５８
件，检举１５件，要求６２件，询问１８件，劳动就
业８件，其他４０件。已结案者４２７件，尚未结案

２１件， “其中多属情况较为复杂，牵涉单位较多，

无法及时处理者”。［５２］与此同时，信访工作还忠实
执行 “从处理典型的坏人坏事入手，推动反官僚主
义斗争”的规定［２６］，严肃处理了一些典型事件，

例如，“梅芳庭事件”和 “黄逸峰事件”。据载，黄
逸峰原是华东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

长。他在接到学生批评该校在教学、学制和设备等
方面存在缺点的意见信之后，采取打击、报复批评
者的行为，甚至以学生 “旧病复发”、“神经失常”

为由蓄意开除该生。［５３］此事经媒体曝光，成为官僚
主义的典型。事后，黄逸峰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
行政职务，参加压制学生批评事件的有关人员均受
到党纪处分。市府借此机会再次掀起反官僚主义的
高潮，树立了追责制度的威慑力。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反官僚主
义的实践仅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样定性并非否
认地方政权的有益探索，主要是因为治理官僚主义
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事实上，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
就提议第二年进行新一轮的反官僚主义整风运

动［５４］ （Ｐ２４７）。此后，周恩来、邓小平则分别将官
僚主义的表现总结为２０余种［５５］ （Ｐ３２７）。随着时
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演化，官僚主义还会出现一
些新的表现、特征。这意味着，反官僚主义的探索
必须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地进

行。

［注　释］

①梅芳庭原是上海市公交公司的一位站务员，因写信批评 公交公司和新市区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遭到公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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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市区领导干部的打击报复，他不仅被开除了工作，

还被污以政治犯罪，无端被扣押１０４天。后来上海市委

了解了该事件的始末，对梅芳庭予以复职，并 “对犯错

误的人员予以行政处分，代理区长柳惠撤职，其余有的

记过，有的警告”（《梅芳庭事件得到正确处理》，《新民

晚报》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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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１９５３－０１－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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